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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 在明清戏曲刊刻史上，《芝龛记》具有典型意义。清乾隆至光绪年间，在浙江、江西、湖北、湖
南和四川等地，该作至少编刊了 8 次，共留下 9 个版本。从事者以中下级官僚和士绅为主，他们以丰
富的人脉资源为依托，以共同的文化身份为纽带，组成富有影响力的文化圈子，充分发挥了编刊在个
体的心理建设、家族的文化建设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建设等方面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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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榕( 1711 － 1760 ) ，字念青、渔山，号恒岩、渔
庵、繁露楼居士等，河北丰润人。雍正十三年拔贡
( 1735) ①，历官至江西 吉 南 赣 宁 道，著 述 丰 富，有
《芝龛记》、《浭阳诗集》和《繁露楼诗》等。其中，
《芝龛记》是一部取材于历史事件与神仙传说的长
篇传奇，主要敷演明末秦良玉与沈云英及其亲族竭
忠尽孝，羽化登仙的事迹。该作并非佳构，却先后
被编刊 8 次，留下 9 种版本。从事编刊的是哪些人?
其动机何在? 多次编刊的意义又是什么? 学界对
《芝龛记》关注不多，对其编刊更是极少探讨②。本
文以《芝龛记》现存版本为考察对象，梳理其编刊过
程，剖析 刊 者 的 用 心，旨 在 发 掘 戏 曲 编 刊 的 文 化
价值。
《芝龛记》版本考述
《芝龛记》现存版本共 9 种，皆为清刻本，藏于
国图、南图和上图等。根据版本之间的关系，笔者
将它们分为三类，介述如下:
第一类是初刻系列，共 3 种。第 1 种是乾隆初
刻本，主要由卷首、正文和评点组成。黑口、单鱼
尾; 版心除了书名、卷次和页码，下端还刻有二字，
每十五出依次为“忠一”、“孝二”、“节三”、“义四”;
四周单边; 行款为半叶 10 行，行 19 字，行首遇御、
皇、圣、驻陛一类的字词抬头; 曲文大字，一般顶格，
点板，科白为小字双行; 正文、评点的字体有宋体与
楷体之别; 有牌记，第一行顶格印“乾隆辛未年镌”，
第二行中间篆文大书“芝龛乐府”，第三行下半部分
印“本衙藏板”; 正文共 6 卷 61 出，兼有眉批与尾
批; 卷首由序、引训、诗铭、题词和凡例等组成，收入
黄叔琳和邵大业的 2 篇序和沈廷芳等 15 人的 107
首题词，另有 3 则引训、2 篇诗铭、9 条凡例等; 黄邵
二序和沈廷芳以下 10 人题词皆手写上板; 卷端第一
行顶格刻“芝龛记”，第二、三两行下端分别刻“繁露
楼居士填”“海内诸名家评”。该本有五种形态: 1.
南图索书号为 GJ /27323 的本子，4 册，牌记缺，卷首
排序为序、引训、诗铭、题词和凡例，题词排序及数
量分别为沈廷芳( 8) 、蒋衡( 4) 、黄为兆( 6) 、曹秀先
( 4) 、蒋士铨( 12 ) 、陈士璠( 8 ) 、栢超( 16 ) 、吴世贤
( 4) 、吴省钦( 1) 、冯渠( 5) 、汤聘( 2) 、丁敬( 4) 、张香
( 14) 、姚 ( 12 ) 和沈刚中 ( 7 ) 。2. 国图索书号为
33308 和 33309 的本子，4 册，除卷首汤聘、丁敬题词
移到沈廷芳前，其它同 1。3. 国图索书号为 108188
的本子，除了册数为 6，牌记存，其它同 2。该藏本第
六册书衣有吴梅先生题记:“此记余有翻刻本，为恒
岩裔孙重刊，题词较多，数十家，惟曲中板式已削去
矣。丙寅 十 一 月 长 洲 吴 梅。”4. 上 图 索 书 号 为
385657—64 的本子，8 册，卷首题词移于引训和诗铭
前，沈廷芳、蒋衡等人题词顺序打乱。正文数页残
破，已 抄 配 补 齐。其 它 同 1。5. 南 图 索 书 号 为
91308 的本子，12 册，牌记亦缺，卷首沈廷芳等 3 人
题词插入序与引训之间，其它列于诗铭后，顺序多
打乱。其它同 1。这 5 个藏本册数与卷首排序的不
同主要由装订所致，笔者将它们归为同一版本的五
种形态。
第 2 种为乾隆初刻补刻本，新添秦黉题词 4 首、
宋启传题词 8 首和范泰恒跋语 1 篇。其中，秦黉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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词手写上板。该本有两种形态: 1. 南图索书号为
GJ /18099 的本子，8 册，卷首题词移至诗铭前，手写
上板部分顺序为黄为兆、沈廷芳、曹秀先、秦黉、栢
超、吴省钦、吴世贤、陈士璠、蒋士铨、冯渠、蒋衡。
范跋列于凡例后，都订在第二册。2. 上图索书号为
783866 － 73 的本子，亦为 8 册，除了牌记已佚，凡例
订于首册，范跋移于卷末，其它同 1。
第 3 种为乾隆初刻道光补刻本，增加章甫题词
3 首、张九钺题词 10 首和董象垚跋 1 首。其中，章
甫题词手写上板; 牌记字体稍异于乾隆本，疑系重
刻; 邵序移于黄序之前。该本有三种形态: 1. 上图
索书号为 642268 － 71 的本子③，4 册; 卷首排序为
序、题词、董跋、诗铭、凡例、范跋、目录和引训，题词
排序与上述南图所藏乾隆初刻补刻本大致相同; 2.
上图索书号为 432355 － 58 的本子，卷首引训移于序
与题词之间，董跋挪至卷末。题词中沈廷芳与黄为
兆、吴省钦与吴世贤顺序颠倒，其它同 1; 3. 上图索
书号为 022662 的本子，④6 册，卷首排序几乎全部打
乱，题词与凡例被拆为两个部分。另，南图所藏道
光本，索书号 GJ /15708，实为光绪年间湖南道州刻
本。该本书签题“道州何绍颖题”，“己丑三月”; 卷
端标明“元孙董耀焜重刊”。案，己丑，光绪十五年
( 1889) 。
第二类是重刻于四川资中的版本，共 4 种。这
4 种版本均未改动剧作，其变化主要是卷首和评点。
第 1 种藏于国图，索书号为 102459，6 册。边栏多为
左右双边; 版心只刻书名、卷次和页码; 书名页刻
“芝龛记”; 牌记并排刻“光绪十五年益春月刊于资
中”; 眉批被删，只留少许注解，如第 28、30 出，解释
了一些少数民族语言; 尾批也漏刻了一部分，其字
体与正文同为宋体; 卷首补入高培谷与路朝霖所写
的 2 篇序，手写上板全部取消，顺序为序、题词、诗
铭、凡例、引训; 卷末收范泰恒跋。题词顺序与数量
如下: 柏超( 5) 、秦黉( 4 ) 、曹秀先( 1 ) 、蒋衡( 3 ) 、蒋
士铨( 12) 、吴世贤( 4 ) 、沈廷芳( 3 ) 、汤聘( 1 ) 、丁敬
( 3 ) 、张 香 ( 14 ) 、姚 ( 12 ) 、沈 刚 中 ( 4 ) 、张 九 钺
( 10) 、黄为兆( 6) 、宋启传( 4) 、吴省钦( 1) 。与乾隆
初刻道光补刻本比较，删掉了陈士璠、章甫和冯渠
的题词，柏超等 8 人均少刻一两首到十余首不等，题
词前后相当于序跋的叙事性文字亦被删。可见，此
本为“偷工减料”的产物，笔者称之光绪资中高序本
( 下文简称高序本) 。
第 2 种亦藏于国图，索书号为 XD5657，6 册。
除未收高、路二序，其它同高序本，笔者称之为光绪
资中高序抽装本。高序本卷首毛奇龄《沈氏云英墓
志铭》，“墓”刻成“幕”，亦未改。
第 3 种藏于国图、南图，索书号分别为 33310、
06101，6 册，笔者称之光绪资中石序本( 下文简称石
序本) 。卷首以石光熙序取代高培谷序，补刻了高
序本删减的题词和尾批; 题词顺序有些许变动，上
一条提及的“幕”已改为“墓”。其他同高序本。
第 4 种 藏 于 上 图，索 书 号 为 361730—35 和
021735，6 册，除了未收石、路二序，其他同石序本，
笔者称之为光绪资中石序抽装本。第 2、4 两种版本
卷首页码都始于第三页，并未补刻，只是抽走了页
码为一、二的两篇序，并重新装订，故名。
第三类是翻刻于湖南道州的版本，共 2 种。这
两种版本的版式、卷首、正文和评点与第一类版本
大致相同，有直接的继承关系。其不同之处如下:
书签题“芝龛记乐府”; 书名页大书“芝龛乐府”; 牌
记分三行刻“光绪己丑年季春月江夏董氏重刊于湖
南道州官廨”，颜色一为暗紫，一为鲜绿; 正文与评
点皆为宋体; 卷首增加总目、《明史·秦总兵良玉
传》和桑调元《观察虔南定岩董君墓志铭》，顺序为
总目、序、题词、凡例、引训、诗铭，序与题词排序变
化较多; 卷端部分，“芝龛记乐府”前增加“重刊”二
字，其下端，牌记为紫色的本子( 藏于南图，索书号
为 91309，4 册) ⑤只刻“元孙耀焜重校”，而牌记为绿
色的本子( 藏于南图，索书号为 GJ /18100，6 册) 却
分三行刻“曾孙曾铠校阅”“元孙耀焜重刊，来孙友
树、友桓、昌达、友枚、友枏，晜孙传颐校字”“治、翊
清校次”; 编有卷末，收入八篇跋，作者为董象垚、郭
世嵚、张炳昌、姚重光、董耀焜、范泰恒、吴家枏和刘
受爵。其中，吴跋手写上板。据前述吴梅先 生 题
跋，董榕裔孙翻刻之本削去了点板，但该本仍存。
或许另有翻刻本，但尚未发现藏本。为便于叙述，
笔者称这两种版本为光绪道州紫色牌记本与光绪
道州绿色牌记本( 下文简称紫本、绿本) 。
由上可知，《芝龛记》存世版本较复杂，含初刻
本 1 个、初刻补刻本 2 个、重刻本 1 个、重刻补刻本 1
个、重刻抽装本 2 个、翻刻本 1 个、翻刻补刻本 1 个。
而且，初刻本、补刻本都出现了多种形态。这些版
本都以初刻本或初刻补刻本为祖本，其差异并不显
著，版式方面主要在牌记、字体、边栏，内容方面主
要在卷首、评点、卷端和卷末。
《芝龛记》的 8 次编刊
上述 9 种版本产生于 8 次编刊，其时间始于清
乾隆十六年( 1751 ) ，止于光绪十五年( 1889 ) ，前后
跨度达 139 年; 其地点分别是浙江金华，江西南昌、
九江与赣州，湖北江夏、四川资州和湖南道州，跨
浙、赣、鄂、湘、川五省。
一、清乾隆年间董榕主持的 3 次编刊
据邵序，董榕编刊《芝龛记》始于乾隆十六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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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初刻本牌记注明的时间相符。当时，董榕任金华
知府。次年，黄叔琳、蒋士铨分别为初刻写序、题
词。乾隆十八年( 1753 ) 、十九年( 1754 ) 、二十一年
( 1756) ，董榕接连调任南昌知府、九江知府和吉南
赣宁道，其治所分别为南昌、九江和赣州，编刊地点
随之迁移。张香、沈廷芳与蒋衡在题词中分别称董
榕为“郡伯”、“观察”; 赣州知府栢超的题词自称“属
吏”，时间为“丁丑小春月”⑥。案，郡伯、观察分别
为知府、道台的雅称，丁丑为乾隆二十二年( 1757 ) ，
小春月指农历十月。据此，初刻始于金华，主要进
行于江西，乾隆二十二年岁末或次年完成于赣州，
前后费时六、七年。
据秦黉题词，乾隆二十四年( 1759 ) 年末或次年
初补刻了 1 次，添加题词和跋语共 13 首( 篇) 。道
光补刻本董象垚跋云:“垚敬照初刷缮写。”据此，道
光补刻本并未新增内容。董榕《浭阳诗集》卷七有
《晚菊次寄庐韵》和《挽章寄庐》等，寄庐乃章甫之
号，知章甫与董榕交往密切，且离世于董榕前。可
见，董榕于乾隆二十五年( 1760 ) 四月去世前又补刻
过 1 次，增入了章甫与张九钺的 13 首题词，但尚未
发现藏本。
在编刊中，董榕依托其人脉，获得了 34 僚友的
支持。生平可考的 23 人中，2 位官职比他高，14 位
官职与他相当或低于他，另有 1 位已致仕，1 位正丁
忧。可见，受董榕人脉的影响，参与者以中下级官
僚为主体。据统计，他一共收集序跋 3 篇、题词 120
多首和评点 400 余条。董榕编排序跋和题词的原则
非常明确，作者有官位的，一律手写上板; 没有官位
的，则采用印刷体。南图索书号为 GJ /27323 的初刻
本排列最有规律，首先是按字体的不同分为两部
分，手写上版部分在前，印刷体部分在后; 其次是按
编刊时作者官职的高低排列。题词手写上板部分，
依次为沈廷芳和蒋衡，分别任山东、江西按察使，沈
任职在前; 黄为兆，江西广饶九南; 曹秀先，时任翰
林院编修; 蒋士铨，乾隆二十二年进士，例选庶吉
士; 陈士璠，乾隆十七年外补瑞州知府; 栢超，乾隆
十九年任赣州知府; 吴世贤，乾隆十三年( 1748 ) 进
士，二十一年任湖南沅陵知县; 吴省钦，乾隆二十二
年三 月 获 赐 举 人，授 内 阁 中 书; 冯 渠，乾 隆 十 年
( 1745) 进士，任靖安县令; 而印刷体部分，汤聘为乾
隆元年进士，十九年正月授湖南布政使，次年十月
丁父忧。二十二年服阙，五月授江西布政 使。据
《清实录》卷五四○，该年六月，汤聘尚未到任，由王
兴无代行其职。据此，卷首编排、刻板时，汤聘尚在
丁忧期内，没有官职，因此将其题词归入印刷体部
分。又由于他曾经贵为地方大员，列在首位。丁敬
是耆老，其题词紧随汤聘。其后的张香、姚 两人，
生平无考，很可能不曾入仕; 居末的沈刚中为布衣。
可见，排序的原则是有无官位和官位的高低，官衔
品级相同的，则参照任职的时间先后。很有意思的
是，国图索书号为 33308、33309、108188 的本子，卷
首将汤丁二位题词移至最前，其页码为“一”，张香
至沈刚中的题词列于冯渠之后，其页码标为二至
五，印刷体部分被拆为前后两段。印刷体部分的版
心页码是连续标注的，一般不会订错。连连出现这
样的错误，应该不是无意之举。最大的可能性是初
刻行世后，汤聘已到任，董榕担心引起长官不快，吩
咐重装首册。可见，编排卷首时，董榕考虑最多的
因素是官位，明确体现了官本位的观念。由于装订
的原因，不少本子题词排序被打乱，董榕的本意被
遮掩。
二、清嘉庆、道光、光绪年间董象垚祖孙主持的
3 次编刊
《芝龛记》道光补刻本由董榕之孙董象垚( 芸台
公) 主持编刊，地点是湖北江夏( 今武昌) 。当时，董
象垚一 支 已 从 河 北 丰 润 老 家 迁 居 此 地。董 象 垚
跋云:
先观察公《芝龛乐府》板存家乡数十年。
嘉庆己卯，丰亭伯兄托友人载来鄂省，仲兄复
初检收，板片逐细点查，无大遗失。惟历年既
久，间有朽蠹，及字画漫灭者。垚敬照初刷缮
写，倩工补刻，以成善本。
案，己卯，嘉庆二十四年( 1819 ) 。光绪道州绿本董
耀焜跋亦云:“道光壬午，先伯祖芸台公补刊完善。”
案，壬午，道光二年( 1822 ) 。此次编刊以乾隆初刻
补刻本为基础，只补刻朽蠹的板片与漫漶的字词，
前后费时 3 年。董象垚是主持人，其兄丰亭和复初
也参与其事。很明显，此次编刊是典型的家族行为。
董象垚补刻后，其板毁于咸丰二年( 1852 ) 太平
军攻打武昌的战火。其侄孙耀焜“冀得善本重刊，
访觅历十余年，始得诸书肆。仅一部，如获珠贝，亟
予善价购归”。光绪四年( 1878) ，耀焜任桃源县令，
欲翻刻该作，并邀约文士郭世嵚作序，但因购归之
本“字多漫漶，且有残缺，苦无从校补”而作罢。耀
焜堂弟董治于江西为官时，获得一个较为完备的版
本; 光绪十四年( 1888 ) ，堂叔董曾铠将该本携至耀
焜任职的道州。叔侄俩以“沿旧存真”为原则，“分
簿书之，暇篝灯审阅”。⑦此外，耀焜还邀请刘仲山、
张寿亭、吴梓庭、周颂尧、姚石牧、郑先荫等 6 人参与
审校，何绍颖⑧题写书名。其中，郑、姚是耀焜姻亲，
吴任职于州学，其他皆耀焜友人。编校于年底完
成，随即开雕，次年季春竣工，前后费时大约一年。⑨
翻刻完成后，董耀焜又进行了 1 次小规模的补
刻，主要修改了卷端。据耀焜跋，董氏族人中，只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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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本人和董曾铠参与翻刻，董治的贡献在于找到了
可供校勘的本子。那么，为什么紫本只列出董耀焜
一人，而绿本却列出了并未参与的另外 8 位亲人?
笔者认为，董耀焜是出资人和组织者，亲力亲为，在
后跋中介述了编刊过程和参与者，因此，他只列出
自己的姓名，并无不当。但这样做虽然突出了自己
在编刊中的重要性，却不能显示家族的力量。意识
到这一点，他决定重刻卷端，补入亲族名字，意在带
领他们向先祖致敬，并向外界展示董氏后继有人、
合力同心的家族形象。
由上可知，董象垚祖孙主持的编刊带有显著的
家族性。董氏三代 6 人投身其中，祖孙、父子、兄弟
前后相继，或不惜资费，动用人脉，精心组织编刊;
或亲手整理、抄录、编校; 或四处搜罗、精心保存、长
途运送板片与刊本。是什么力量使他们长期坚持，
甘愿付出? 其原因就在于“恐是书久而就湮，重为
刊布，以广其传”⑩。彰显先祖功业的责任感，一念
系之、不敢懈怠的执着，以及“沿旧存真”的原则都
体现了尊祖敬宗的观念。
三、清光绪年间分别由高培谷和石光熙主持的
2 次编刊
光绪年间进行于四川资中的两次编刊分别由
高培谷和石光熙主持，参与其事共 14 人，都是官僚
和士绅。高、石皆为贵阳人，前者时任资州知州，后
者曾任石砫同知与忠州知州。光绪十三年( 1887 )
春，石光熙赴成都补缺，与高培谷聚谈，出示所获
《芝龛记》旧本。为使该记广为流布，“矇弦里唱，俾
愚夫愚妇咸晓然于大义之归”瑏瑡，高培谷首倡重刻。
受其感召，路访岩等 8 人出资，许捷三等 4 人校雠，
于光绪十四年春完成编校并开雕，次年春竣工，历
时约两年。耐人寻味的是，高石二人在编刊中产生
了纷争。首先，石光熙不惜资费，另行补刻，收入他
撰写的序。高序约 290 字，石序约 450 字，其内容与
用语相同者约 250 个字，重合度很高。很明显，二序
中，必有一篇修改自另一篇。根据现有材料，尚无
法确认谁是原作者; 其次，石序本只恢复高序本删
减的题词和尾批，未补刻眉批。既不能表示对原作
者的尊重，对作品的传播与接受产生的影响也很微
弱，意义并不大。石光熙主持补刻，其意图恐怕还
是与序直接相关。最后，两个抽装本除了分别抽走
两篇序，没做其他任何改动，说明导致重装的原因
仍然是序。可见，高序本与石序本都因序引发了纷
争。编刊中，作序者或是主持人邀约的名公巨卿，
或是主持人自己。可见，他们争的不是序的署名
权，而是主持人的名分。
由上可知，5 位主持人共调动 57 位亲友、僚属
和同人，将《芝龛记》的编刊变成了群体共同参与的
活动，具有以下四大特点: 1. 自发性。从事者以中
下级官僚和士绅为主，虽然他们动机不同，但都出
于个人意愿。2. 非商业性。从经费来源看，出资人
不是书坊主; 从刊本提供的信息来看，剧名没有使
用“新刊”“重订”“出相”“附释”等一系列限定词来
引人注目; 版式没有变换花样，借助插图、花栏等增
加号召力; 版面简洁，墨色匀净，字大行疏，便于阅
读; 卷首与卷末所收篇什量多，且多手写上板。这
些特点迥异于坊刻本，表明主持人交游广泛，且不
惜成本。上文提及乾隆本牌记刻有“本衙藏板”，衙
亦有宅府之意。据周绍良《谈“本衙藏板”》、沈津
《论“本衙藏板”》考索，明清各版本标示“本衙藏
板”的不胜枚举，但往往不是官刻，多是私家刻本。
3. 自主性。主持人有相当大的自由度，可以选择版
式、字体和编排体例，决定内容的增删、征稿的对象
和数量等。因此，刊本从外观到内容，尤其是卷首
和评点，能在较大程度上体现主持人的意图和态
度。也正因为如此，《芝龛记》的编刊动辄历时数
年，且对装订不够重视，导致某些版本卷首排序相
当混乱。4. 累积性。翻刻和重刻都与初刻一脉相
承，不断添加新的序跋和题词。因此，《芝龛记》刊
本的格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初刻主持人董榕。总
之，上述 8 次编刊皆为家刻，其影响与价值和主持人
的意图、运作的方式、投入的精力直接相关。
《芝龛记》编刊的文化价值
由上述可知，初刻主持人董榕于繁冗的公务之
余长期致力于《芝龛记》的编刊; 其裔孙虽然迁往他
乡、宦游各处，仍执着于保存先祖手泽; 高石二人和
董氏毫无瓜葛，也热衷于该作的编刊，甚至为了主
持人的名分而产生矛盾。如此种种，令人深思，《芝
龛记》的吸引力从何而来?
首先，《芝龛记》的编刊有助于满足主事者自我
实现的心理需求。
在极为重视科举的清代，董榕由拔贡入仕，在
基层摸爬滚打多年，由县令一步步晋升为通判、知
府、道台，其付出的努力和受到的压制都是难以想
象的。与所谓走正途的官僚相比，他更需要赞许和
敬重，一方面激发成就感和自信心，疗治内心的创
伤; 另一方面，也为加官进秩争取到更大的可能性。
和董榕一样，高培谷、石光熙和董耀焜都不是由科
举入仕，同样需要社会的认可。
编刊《芝龛记》，便是他们展示自我的途径之
一。该作虽非佳构，却渗透了董榕的用世劝世之心
与逞露才学之意。其题材，不论正稗，但讲究有来
历; 其思想，熔儒道释三家为一炉，既总结明朝灭亡
教训，歌颂清朝以仁义立国，又宣扬忠孝节义，表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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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政理想; 其形式，采用双生双旦的复式结构，曲、
诗、词、文、赋诸体并用，小曲、戏中戏、杂耍、魔术众
伎兼蓄，大量运用集曲、集句，好化用前人诗词和典
故，辞藻典雅，散发着浓厚的书卷气。可以说，该作
全面展示了作者在史学、文学、经学、音乐等方面的
才华，凸现了一位才学与忠诚兼备的儒臣形象。然
而，完成剧作只是自我展示的第一步。必须通过编
刊，尽可能扩大剧作的流播范围，作者的意图方能
实现。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: 其一，董榕编写
了 9 则凡例、第 29 与 30 等出眉批中的注解、第 21
与 60 等出尾批中的自识、第 14 出后的附记等，又选
录了王阳明、刘宗周和陈宏谋讨论戏曲社会功用的
语录等，强调忠孝节义的道德观和戏曲的教化功
用，从创作主旨和原则、人物和关目、表现手法和语
词等方面为解读剧作、了解作者提供了入口和方
向。刊本行世后，作者的自述与友人的评论将在很
大程度上左右读者对作品及作者的看法。其二，为
扩大影响，董榕请求亲友参与编刊，又通过他们转
而邀请名公巨卿，带动了一次规模较大的评论活
动，造成了一定的声势。中国自古为人情社会，重
人情是普遍的待人处世之道。参与者往往以肯定、
揄扬为主，甚至不乏溢美之辞。唐英、顾兰溪、何东
山等人用力最多，大凡情节的安排、细节的穿插、人
物的描画、气氛的调节、语言风格、音乐格律，以及
作者的劝世婆心等，皆一一拈出，赞赏备至。论者
大多服膺董榕的史才和文才，曹秀先在题词小序中
夸赞他“胸含史传，笔仿《春秋》”; 章甫赞叹道: “谁
能搜括三朝史，学富江都自擅场”; 张香题词中的评
价与之颇为相近:“争似江都老才子，《芝龛》史笔贯
三朝”; 沈廷芳在题词中甚至认为《芝龛记》可与王
鸿绪《明史》并传于世。其三，通过编刊，他既和僚
友增加了沟通，又结识了不少新朋。如序文作者黄
叔琳为评点者黄登谷之父尊，题词作者蒋士铨则为
其门生。黄叔琳于康熙三十年( 1691 ) 探花及第，官
至詹事府詹事。董榕有幸获得黄叔琳的墨宝，当得
力于黄登谷的恳请。乾隆十七年，蒋士铨“落第京
华，从获村( 黄登谷) 师处得读董恒岩太守所为《芝
龛记》”。“剪灯疾书，题词数章，即托获村师转邮浙
中”瑏瑢。此后，蒋士铨与董榕相过从，成为忘年交。
可见，编刊为主持人表明心迹、展示才学、获得赞
誉、拓展人脉提供了更多的机会。董榕去世后，桑
调元《观察虔南定岩董君墓志铭》将他刻画为忠孝
两全、仁义兼备、礼贤下士、风雅能文的儒臣形象。
与此近似的，还有黄德溥《( 同治) 赣县志》卷二七和
郝增祜《( 光绪) 丰润县志》卷六等方志所收的《董榕
传》。可见，董榕通过《芝龛记》呈现的自我得到了
认可和补充，编刊发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。
董榕之外，高培谷和董耀焜也借助编刊获得了
赞誉。高培谷以主持人的身份写序，强调自己的苦
心孤诣。路朝霖瑏瑣序对高多有称许，其论与高序相
互印证。其序云:
余维怡 ( 高培谷) 楼以诸生仕蜀，历宰赤
紧，承其大父青书先生暨太翁秀东府君两代治
谱。所到之处，首以忠孝节义倡导斯民，民胥
化之，风俗丕变。宜其覩《芝龛记》，亟欲刊刻，
以警醒愚蒙。不仅赏其词曲之工，为士大夫宴
游娱悦耳目之观而已也。贾生有言: “俗吏所
务，在刀笔筐箧，而不知大体。”如怡楼之识见
卓卓如是，可以一雪斯语矣。
路朝霖不仅将高培谷视为编刊的主事者，还提及其
曾祖和祖父，将以诸生入仕的他描述为重教化，有
政绩，能继承父祖功业的贤臣。主持《芝龛记》的编
刊正是重教化的体现，路朝霖的评价令人信服。道
州绿本跋语也记述了一位可敬的循吏形象。如，刘
受爵跋云:
光绪戊子，董厚斋( 耀焜) 刺史来治舂陵。
不期年而舂陵治，州 人 士 争 颂 其 德。爵 敬 异
之，知其治之必有本也。岁腊过从，见鸠集手
民，重刊定岩观察所著《芝龛记》，乃知观察刺
史之高祖，刺史之治本于观察也。
董耀焜有治才，受人爱戴，且其来有自，渊源深厚。
刘氏不仅褒扬董耀焜，还高度评价其高祖董榕。董
耀焜自跋则道出董氏一门共同保护、传承先祖手泽
的曲折经历和良苦用心。勤政爱民，可谓忠也; 尊
祖敬宗，可谓孝也。董耀焜忠孝双全，得到了士绅
的赞许。可见，序跋的宣传作用不可小觑。高石二
人为署名权产生纷争，原因即在于此。
由上可知，编刊的重点不仅在于剧作，也在于
序跋、题词和评点等。这些文字既评论作者和作
品，也介绍和评述编刊者。它们与剧作互相补充、
印证，能更加充分地发挥宣传、引导与交际等作用，
在很大程度上满足编刊者被认同、被尊重和自我实
现等需要，从而强有力地推动其心理建设。
其次，编刊《芝龛记》有助于增强家族凝聚力，
满足家族文化建设的需要。
在宗法制与君主专制并行的时代，作为社会基
本的构成单位，家族要发展、兴盛，对外必须和各级
官府建立紧密联系，获得权力的庇护和各方面的优
质资源; 对内，则必须增强凝聚力，形成共同的文化
传统。董榕之后，董象垚所在的分支已迁往湖北江
夏，并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家族。由于缺少根
基，江夏董氏更需要提升凝聚力。一方面，亲族们
付出资费、时间和精力，共同参与《芝龛记》的编刊，
有助于拉近彼此的距离，增强亲密感; 一方面，越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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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多的董氏族人“读其书，知先高祖之学行有如如
此”，瑏瑤心生崇拜之情; 另一方面，该作的流播对董氏
塑造忠孝传家、诗书继世的家族形象颇有助益，令
族人感到骄傲和自豪。这些感情和认知是家族共
同的精神财富，对强化认同感和归宿感有着积极的
促进作用。除了《芝龛记》，董象垚和耀焜祖孙还分
别在咸丰、光绪年间以繁露楼的名义刊行了董榕的
《浭阳诗集》，族人董治和董翊清、表亲张逊候襄助
其事瑏瑥。“繁露”一词出自西汉名儒董仲舒的文集
《春秋繁露》，董榕取号繁露楼居士，隐含了尊从董
仲舒为远祖的深意。董榕至少有 4 个号，刊行《芝
龛记》时，署名“繁露楼居士”; 董象垚、耀焜不约而
同地与其祖保持一致。其彰显、传承先祖功业，敬
宗合族的意图是不难领会的。据此，董氏后裔重视
《芝龛记》的编刊，董耀焜重刻卷端，更深层的目的
在于发挥其人其作的纽带作用。
最后，以编刊为契机，主持人和参与者组成特
殊的文化圈子，通过《芝龛记》的传播和接受对社会
产生影响。
在编刊中，以董榕、董象垚、董耀焜、高培谷与
石光熙为中心，以中下级官僚和士绅为主体，先后
形成了四个文化圈子。这一圈子表面很松散，没有
严密的组织形式和规章制度。连结各个成员的，从
表层来说是作者的人脉关系，从深层来说是儒家士
人的文化身份。由于他们成长环境、教育经历相
似，思想观念、志趣怀抱、素养才能也较接近，故而
同气相求，同声相应，比较容易集结。他们原本就
具有令人注目的社会地位和引领一方的影响力，又
通过输资出力，耗费心血，获得了更大、更多的话语
权。他们通过剧作、序跋、题词、评点等形式，源源
不断地输出主流价值观、道德观，潜移默化地对世
人施加影响，其效果是不容忽视的。很显然，致力
于编刊是中下级官僚与士绅确证自己的文化身份
并参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途径之一。正是因为
这一群体的存在，以忠孝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在中国
意识形态领域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。
由此可知，《芝龛记》获得关注，是因为它具备
三个条件: 1. 能寄托编刊者的才华与抱负; 2. 是先
祖的手泽; 3. 能体现儒家士人经世济民的良苦用
心。凭借以人脉与财力为支撑的话语权，以中下级
官僚与士绅为主的编刊者大大拓展编刊的文化功
能，也有效增强了编刊的影响力。
综上所述，董榕等人实际上将编刊当成了实现
自我、敬宗收族、经世济民的重要方式。编刊不仅
促进了个体的心理建设和家族的文化建设，也创造
了参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途径和机会。与此同
时，因屡被编刊，《芝龛记》不断增值，影响越来越
大。作为个案，《芝龛记》的编刊对研讨明清戏曲家
刻无疑具有典型意义。明清两代，戏曲家刻的编刊
者以中下级官僚与士绅为主，大多是作者本人或其
亲属、门生、友人、乡党。他们功利性与公益心并
举，交游广泛，几乎都能够通过努力达成目标。总
之，戏曲编刊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，其不仅
对戏曲艺术本身，而且对编刊者本人及其家族，乃
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注释:
①刘锦藻《清续文献通考》卷二六九“《周子全书》”条载董榕为
“雍正乙卯拔贡”。案，乙卯，即雍正十三年( 1735 ) 。桑调元《弢
甫集》卷一八《观察虔南定岩董君墓志铭》载董榕为乾隆十二年
( 1747) 拔贡，历任河南巩县、孟津、济源、新野、夏邑知县，陈州
通判，许州知州，浙江金华、江西南昌与九江知府，吉南赣宁道
等。若果如桑氏之说，董榕于短短十余年内，调任如此频繁，不
合常理。且《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》(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1997 年) 第 1 册第 648 页载，董榕于乾隆十三年七月授郑州知
州。据此，刘氏之说更可信。另，《( 光绪) 丰润县志》卷六载董
榕为乾隆元年( 1736) 拔贡，暂备一说。
②学界对董榕及其剧作的研究主要是文献的收录与整理，以及生
平的介述、作品的分析和评价等，与刊刻相关的著述只有刘晓丽
的《〈芝龛记〉及其版本》( 《四川图书馆学报》1986. 04 ) 。该文
主要比较了南京图书馆所藏 6 种版本的异同，并对刊刻质量予
以简评，但很少论及编刊。
③该本卷首有董象垚跋，实为乾隆初刻道光二年( 1822 ) 补刻本，
但上图书目检索系统标注为乾隆本，误。
④该本牌记、字体、评点与栏线等皆与资中本差异明显，实为乾隆
刻道光二年( 1822) 补刻本，但上图书目检索系统标注为光绪十
五年( 1889) 资中刻本，误。
⑤南图另有 2 个藏本，索书号分别 15708( 六册) 、2721 ( 四册) 。前
者的绿色牌记被撕毁，装订处留有绿色残叶。后者牌记不存，但
除了卷末跋语排序有差别，其他与前者相同，当为该本的另一种
形态。
⑥栢超等:《芝龛记·题词》，《芝龛记》卷首，清乾隆初刻本。
⑦董耀焜: 《芝龛记·跋》，《芝龛记》卷末，清 光 绪 道 州 绿 色 牌
记本。
⑧何绍颖，湖南道州( 今道县) 人，字子栗，号茂才，户部尚书何凌
汉之子，书画擅名一时，曾任国子学正。
⑨董耀焜: 《芝龛记·跋》，《芝龛记》卷末，清 光 绪 道 州 绿 色 牌
记本。
⑩郭世嵚:《重刊〈芝龛记〉书后》，《芝龛记》卷末，清光绪道州绿色
牌记本。
瑏瑡石光熙:《芝龛记·序》，《芝龛记》卷首，清光绪资中石序本。
瑏瑢蒋士铨:《芝龛记·题词》，《芝龛记》卷首，清乾隆初刻本。
瑏瑣路朝霖，字访崖，贵州毕节人，光绪二年( 1876 ) 进士，历官至河
南候补道员，著有《红鹅馆诗抄》。
瑏瑤董耀焜: 《芝龛记·跋》，《芝龛记》卷末，清 光 绪 道 州 绿 色 牌
记本。
瑏瑥 董耀焜等:《浭阳诗集·跋》，董榕《浭阳诗集》，清光绪湘阴刻
本卷末。
( 责任编辑 陈友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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